
“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本质特征”笔谈

【编者按】在人类社会现代化浪潮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令世人

瞩目，开创了迥异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实践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民

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

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对于社会学工

作者而言，就是要在人民性引领下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为基底，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回

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有鉴于此，《社会》编辑部

及时组织“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本质特征”的专题研讨，

专家学者们从人民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本源性、在建构不确定

性风险应对机制方面的先进性、在认识和理解数字社会方面的基础性、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体现出的普遍性等角度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我们

将这次研讨的成果以笔谈形式集结发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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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22&ZD189）以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思
想的阐释研究”（21SRA028）的阶段性成果。

在先秦的古典文献中，“人民”出现的次数较少，与“民”的用法接
近，大多与“君”相对，论及政治时最常使用。以《孟子》一书为例，“人
民”通篇只出现一次，“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
及身”（《孟子·尽心下》）；而《孟子》中“民”的用法则超过百次，其中最
著名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君和民的关
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主体，也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这
种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民惟邦本”。因为民为邦本，所以才有“政在
养民”和“保民而王”的理论，如果不重视民，则国家不宁、君位不保，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种理论的延伸。更进一步的说法是孟子的
“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立君为民”论，所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
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先秦儒家的这些思想，很多被看作
是理想色彩甚浓的价值判断，与历史事实不符。结合传统社会的政治
史，我们看到的大都是专制君主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历史，所以在近代以
来兴起了“阴法阳儒”说，认为传统政治以儒家立君为民之名，行法家尊
君抑民之实，有些甚至将传统政治一概否定为黑暗的专制统治。将儒
家的民本理论视为名不副实之“名”或者简单归纳为不可实现的理想
主义，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简单化、概念化的处理，无助于我们理解中国
连续、统一、灿烂的历史文明。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分析国家与人民关系
的探索性框架，以理解传统社会中基本的治理逻辑，梳理民本理论在
历史中发挥的作用。为了避免嫌于空洞的理论讨论，本文以最能反映
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土地制度为切入点，对田制、人才选拔制度和家族
制度展开宏观的考察，以社会学的视角对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治理逻辑
展开讨论。

周飞舟

人民与家国：“大国小农”的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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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本质特征”笔谈

一、“得乎丘民为天子”：均田与永佃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民”本身的外延并不固定，有一种“下沉”或
“沉淀”的取向，即总是趋向于指代最下层的社会群体。《孟子·尽心下》
中有云：“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
夫。”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云：“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汉儒赵岐
将“丘”注为“十六井”，清儒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引《周礼》加以说明：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西周封建，诸侯国内分为卿、大夫、
士、庶人，庶人又有国野之别。国人住在都城中，野人住在郊野，以耕作
井田为生。按照《周礼》的算法，一丘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所以孟子这
句话相当于“得乎村民为天子”。在儒家思想中，天子的合法性建基于
“天”，而天以丘民为其代表。孟子综合《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
我民听”的思想，指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其最为重要的统治基础
和拥护者不是公卿贵族，而是“至微贱”的小民。那么如何才能“得乎丘
民”或者得到井田之民真心的拥护？

由于史料的缺乏，西周的井田制是否是一种长期普遍实行的土地
制度尚存在争论，但其作为当时的一种理想制度，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周代主要的政治和社会理念，还有助于理解后世土地制度的演变。井
田制主要在郊野地区实行，每九百亩土地分成井字形九块，八家各授田
百亩，中间一块为公田，其收获作为国家的收入。至于授田、纳贡、耕作
方式，如井田是否真呈“井”字形还是随山谷河流的地势有很多变化，是
一夫百亩还是一家百亩，是恰好百亩还是略少于或多于百亩，公田是由
八家分耕还是八家共耕等具体情况，经籍所记简略，后世理解各异，难
以详细考索。但是对于井田制的主要精神，儒家思想传统中有着明确的
共识，主要有两点关键内容。

井田制的要害在于“正经界”，即划分井田的边界须是固定的。当时
的生产条件差，产出水平低，以固定的公田收入作为贡赋，农民上缴的
部分实际上会因收成丰歉而有所调节，荒年饥岁时仍然将公田收入作
为贡赋而将私田收入留为己用，有利于贫穷农民家庭的生存。因为土地
不能买卖，经界若不能变动，则井田之家只要有人，就有了获得基本生
存所需的条件，所以叫作“恒产”。经界正而不漫，农民的恒产就有保
证。在此基础上能够“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不因徭役、兵役而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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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农时，小民不饥不寒，这构成了“王道”和“仁政”的基础。
井田制的另一个意义在于保障小民能有完整的“家”，这一点在文

献中较为隐晦。《孟子·梁惠王上》中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
不负戴于道路矣。”井田之民的宅基地也是国家分配，在公田中各受二亩
半作为庐舍，在村落中又各有二亩半作为里居，合起来叫作“五亩之宅”。
宅地树桑养畜，也有生产功能。古人寿命不长，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多，七
十岁更是稀有，能够将难得的丝帛肉食优先给老人使用，说明农民的数
口之家不但可以吃饱，而且能够赡养好老人。老人的状态是农民有没有
完整、满足的家庭生活的标志。老人衣帛食肉，不负戴于道路，是农民家
给人足、行孝悌之义的表现；若老人不能饱暖，则全家不是饥寒已甚，就
是孝悌沦丧。儒家思想里把小民能够养老送终作为王道的标准，小民家
庭生活不能正常进行，天子即不能“得乎”丘民，失去了统治的基础。

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是打破井田经界的开始。“初”即开
始的意思，税亩就是“履亩而税”，即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地亩来收
税。井田制下，若民无公心，则公田的耕作和产量就会比私田差，政府
的收入会减少。按固定的税率征土地税，农民便无法损公肥私，国家的
收入更有保障，这是后来楚、郑等国效仿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为一些
暴君污吏按己意提高税率提供了方便。鲁哀公时期税率已经是十分之
二，遇上饥年仍感费用不足，哀公本欲提高税率而问计于有若。有若建
议恢复十分之一的井田彻法，并警告哀公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由此可以看到经界漫漶的后果。经界漫漶使得公田以
及私田与私田的划分不再重要，甚至实际上谁在耕种都不再重要，这
是土地私有的开端。土地的流转和兼并开始出现，并在秦汉之际一度
达到极端的地步。《汉书·食货志》就说到了这种情况：“用商鞅之法，改
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
书·食货志》）

汉代的田税更轻，多在“十五税一”“三十税一”，这对自耕的农民
有利，但是在土地可以买卖的情况下，对聚集田产、靠租佃盈利的富人
地主也是有利的。西汉的国有土地除了计口授田的“分田”“分地”之
外，还有大量国家出租的“假田”，假田的实际占有者主要不是小自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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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而是所谓的“豪家”“权家”。豪家多靠工商业致富，权家则以王侯、
贵族、官僚为主。他们以买卖等方式聚敛土地，不但经营假田，还侵陵小
农的分田，即所谓“分田劫假”，再租给小农，收取高额田租，能达到收
入的一半。豪家通过经营工商、借贷和地租收益积累了大量财富。《史
记·货殖列传》中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
‘素封’。”工商富豪的生活方式堪比封君，无封而似有封，因此被称作
“素封”。富商豪家财多势大，“奴婢千群，附徒万计”（《后汉书·仲长统
传》），其附属中不乏投机违法、好勇斗狠之徒，其富引起农民的艳羡，
其强引起农民的惧怕，所以又被叫作“豪强”“豪杰”“豪猾”。汉初高祖
即颁令禁贾人衣丝乘车，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武帝时更通过盐铁令
和迁徙、算缗等方式打击豪家，历代相沿，形成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

元代马端临说，“富者有赀（注：同“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
田”（《文献通考·田赋考》）。与豪家不同，作为“贵者”的权家虽然紧密
依附于政府，但是依靠政治权力聚敛兼并，一方面是高官显爵，一方面
又是田连方国的大地主。汉代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到曹魏屯田制、
西晋占田制和北魏及唐代的均田制，其主要用意之一就是限制官僚地
主。西晋“占田法”规定最高品官占田 50 顷（一顷百亩）、最低品 10 顷，
法定荫客（佃户）最高 50 户、最低 1 户，标志着国家限制土地兼并的主
要对象从富商豪家转变为官僚权家。官僚地主一方面多占土地，另一方
面有大量的佃客、荫户、部曲、家兵等附属家庭。这些家庭不向国家缴纳
人头税，只向其主缴纳过半甚至达 60%的地租，其生活未必好，但国家
的财政收入却会减少，而且依附人口数量过大，也会对中央政权形成威
胁。均田制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将农民从大的贵族、官僚和富商
的名籍下释放出来，由国家直接授田，只向国家负责。从这个角度来看，
限田、占田、均田实际上是不断限制地主聚敛土地并增加直接面对国家
的小农的历史过程。

均田制是最典型的“大国小农”的土地制度，其制度精神在很大程
度上承接了井田制。计口授田、土地不能买卖，农户只有经营权而无转
让权，随生死而有“还”“受”，相当于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只是其“经
界”不是土地标志而是身份标志；对于产权有争执的情况，“事久难明，
悉归今主”（《魏书·卷五三》），相当于“谁种归谁”，保障实际耕作者的
权利。均田制看上去是按劳动力授田，实际上是基于农民家庭生活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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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北魏均田制的基本政策是“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十二
亩。……所受之田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除露田外，“男夫一人给田
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魏书·食货志》）。此
为桑田，死后不还受。北魏的露田、桑田相当于唐代均田制中的口分田
和永业田。还受的露田保障小民的经营权，继承的桑田维持小民的家
庭生活以及家业传承。对于家中没有男女劳动力的“老小癃残”之家，
七十以上的不还所受，小的、残的授半夫田，守志的寡妇授免课妇田。

北魏和唐的均田制一方面是为了打击大的官僚和富商地主、维护
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是民本思想和“大国小农”理念的现实表现，两者
相辅相成。从两汉到隋唐，大部分朝代在其前期多采用限田、占田、均田
等措施进行治理，而中后期的衰落、动荡和混乱则多与土地兼并、农民
失地密切相关。计口授田需要比较清晰严格的“编户齐民”制度作为基
础，有赖于传统国家官僚体制向下延伸的能力，均田的前提是户籍和保
甲制度的确立。秦、汉初期都有严格的编户齐民制度，是国家进行土地
分配和征收赋税的依据。北魏时期与均田制并行的是“三长”制，即五家
有邻长，五邻有里长，五里有党长。唐代四家曰邻，五邻曰保，五保曰
里，五里曰乡。每乡（500 户）都有乡长，负责记载详细的户口和土地情
况。各县制作数千户的户口册，册载男女年岁、疾病健康，悉送至长安。
“丁口呈报严格，不仅有‘账籍’还得有‘团貌’，即户口册中均需注明五
官、身材及面貌等，一经选定不得更改相貌。临时要对相，谓之‘貌定’，
集合在一起称为‘团貌’”。1一旦国家政治发生动荡，这种精准细致的制
度会最先崩坏坍塌。以唐代安史之乱为例，安史之乱爆发在公元 755 年
底，这年全国上报户册 890 万，到公元 760 年，全国上报的户册只有 190
万，当然不是实际户口减少这么多，而是无法再进行精确的户口统计管
理，基于户籍管理的土地制度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执行了。

唐安史之乱后德宗时期实行的“两税法”标志着计口授田法的消
亡。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制，改变了以户丁为主赋役的传统，从“认人不
认田”走向“认田不认人”。此后各朝沿袭两税法的用意，宋代夏秋两税
俱以土地为主征收，从明代“一条鞭法”到清代“摊丁入亩”，“认田不认
人”发展到了极端。纯粹从制度变化上看，国家不再授田而以征收土地
税为主，好像国家重视小农的精神发生了变化，但从土地占有和经营的
1. 赵俪生 .1999.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 [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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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看，“大国小农”的格局在唐宋以后才真正发展和完善起来，这也构
成了本文分析的核心问题。

宋代的土地政策不但是所谓“田制不立”，即不再限田均田，而且
“不抑兼并”，不限制土地买卖。非但如此，中央政府一方面“广置营
田”，以类似屯田的方式开发荒地；另一方面又“尽鬻官田”，将大量的国
有土地私有化。对于土地的民间买卖，国家保障双方的权利和契约的有
效性。虽然有宋一代，提倡限田、均田甚至重行井田的声音延绵不绝，但
是土地私有和买卖一直在不断发展，此后近千年来一直没有改变，明清
时代发展出了遍布全国的“一田多主”的永佃制，是土地产权细分、土地
市场完备的极高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不均田、不限田，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唐
宋以后的地权分配却没有走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
面，而是呈现一种逐渐分散的大趋势。在宋代就有“贫富无定势、田宅无
定主”的说法，到明清时期更是“千年田，八百主”“百年土地转三家”。
据赵冈对宋以后土地分配基尼系数的测算，晚清和民国时期已经达到
了相对平均的水平，其研究结论是，在没有政府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土地
的长期趋势不是一个常数，更不是永恒兼并无限集中，而是逐渐分散。 2

这种判断也为民国时期的一些地权分配研究所证实，一些学者将明清
时期看作是自耕农而非地主主导的农业经济时期。3这种看似悖论的现
象要求我们将考察范围拓展至田制之外，进入社会结构的部分进行理解。

二、“选贤与能”：察举与科举

唐宋之际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较为巨大的变化，以至学界有
“唐宋变革论”之说。 4土地和赋税制度的变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背
后更为实质性的变化是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改变。农民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自由民”，不再受国家的限制，来自地主贵族的“超经济强制”
也大为减弱。科举制取代了察举制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政策，重塑了社
会的基本结构，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影响。

与西周井田制相配合的是封建宗法制度。封建宗法制度的要义，在

2. 赵冈 .2006.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 [M] .北京：新星出版社 .
3 . 方行 .2004.中国封建经济论稿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4 . 宫泽知之 .1999.唐宋社会变革论 [ J ] .中国史研究动态（6）：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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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立子立嫡”为基础的君位继承与“选贤与能”为基础的官僚爵位制
度。 5天子诸侯父死子继的嫡长子制保证了以“不争”为目的的君位承
继，君族公族以“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方式建立起宗法制，其宗子之
主祭权由嫡长子继承，而爵位则不能继承。虽然从历史材料中我们可以
看到许多大宗族世代为卿的现象，但这正是《春秋》“讥世卿”所针对
的。“世卿”为孔子所讥，则其不合礼制也明。卿大夫的官爵在很多时候
会变成世家贵族的私官私爵，也不限于春秋时期。总的来说，西周时期
确立的天子诸侯贵贵、卿大夫尊贤的格局成为后世人才选拔制度的基础。

汉代沿用周代精神，实行乡举里选的察举制。郡国地方官定期或不
定期察举孝子廉吏入太学，经考试后分选为郎吏，实务历练后凭其实绩
升职。与周代相比，察举制将选贤与能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阶层，实现了
政权职位的开放。王朝后期，政治昏暗，察举制遂成为权家贵族维持其
地位的手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沿用曹操执政时陈群所倡之“九品中
正制”代替了汉代的乡举里选制。与后者相比，九品中正制也属于察举
制，只是察举之权操于中央而非地方官之手，这样察举出来的人经常名
满天下而名不符实。魏晋以来，尚清谈、重虚名之风愈演愈烈。察举操于
中央官员之手，名公钜卿，势力浩大，实际上关上了平民百姓的仕途之
门，也造就了权倾朝野、富可敌国的贵族力量。西晋时即有“上品无寒
门、下品无士族”的说法，到唐初仍有所谓“五姓七望”，至文宗时其仍
感叹“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于王二杜范传（卷
一百七十二）》）

考试制度并非凭空而来，汉代的贤良对策即有考试之意，太学生甲
科为郎、乙科为吏，即通过考试而划分，只是作为察举的辅助手段而已。
唐代的科举制虽然以考试为主，但是晋谒推举，“公卷”“通榜”，亦为佳
话，还有察举制的余意。自宋至明清，考试日趋严格和标准化，以经义取
士变为八股，防弊之术如截角、弥封、编号、誊录、锁院等关防层出不
穷，清代几次科场案涉案人员或腰斩或充军，力图杜绝请托贿赂的弊
端，使科举变成了比较彻底的平民考试。

科举制后期，考试的内容八股流于形式，考试的方法则是防弊先于
选才，因此与察举制后期相比，可以说各有其弊，都难以达到“选贤与
能”的制度理想。但如同均田制是一种照顾平民的田制一样，科举制可

5. 王国维 .2008.王国维集（第四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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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是一种照顾平民的人才选拔制度。唐宋以后贵族世家迅速走向衰
落是引人瞩目的历史事实，所谓“富不过三代”成为朝野和民间的共识。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平民化，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立体的形态，只是
小民、平民上升的渠道和频率增加，纵向的社会流动更为常见。地广财
丰，不过三代；官高爵显，难成世家。这种变化，科举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以明清两代而言，平民家庭出身的进士占了三分之一到近一半的
比例。 6结合土地地权分布的分散趋势和社会纵向流动的增长态势，我
们可以从侧面理解宋代以后不再用国家力量强制均田的一些深层要素。

对比土地和人才选拔制度，以唐宋为界，我们可以总结出下面一个
简表：

表 1：以唐宋为界的土地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

唐宋前 唐宋后

土地制度 均田 永佃

人才选拔制度 察举 科举

此表只是为了讨论制度的用意和影响，远不能涵盖丰富的历史事
实。就长期的历史进程而言，由汉至唐的察举制呈现逐渐贵族化的特
征，士族官僚借助其世代绵延的政治权力聚敛土地，导致大量的农民失
去土地而依附于贵族势力；以天子为中心的王朝势力则周期性地实行
限田、占田、均田，限制贵族官僚地主的扩张，试图将农民变成直接面对
国家的小农。但是由于计口授田对国家行政管理能力的要求很高，所以
只在王朝初期制度建立时起到了一定作用，往往很快就因为聚敛兼并
的侵陵而坍塌崩坏，而王朝的灭亡也与大量农民的失地联系在一起。唐
宋以后的科举制则从制度上建立了平民乃至小农入仕的通道，官僚集
团的阶层流动性迅速增加，难以维持“世代簪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
下，王朝不但不再授田，反而鼓励和保护土地的市场交易，而土地兼并
却难以发展到唐宋以前的程度，其中有一些重要的作用机制，值得我们
进一步讨论。

三、“士出于农”：宗法与宗族

制度要发挥作用，须通过人的行动，无论田制还是人才选拔制度

6. 何炳棣 .2013.明清社会史论 [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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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如此。人对制度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适应。在中国传统社会，
人的行动主要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因此考察
家庭制度与田制、人才选拔制度的互动是我们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

宗法制的制度精神有二，是与井田制和封建制密切配合的。一是尊
祖敬宗，大宗百世不迁，“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礼记·
大传》），同一大宗的人即使经历百世也能通过大宗而获得认同，这个过
程主要是通过大宗子主持自别子至历代宗子的祭祀而实现。祖先祭祀
既是宗族认同的目的，也是宗族认同的手段。二是诸子均分，小宗五世
而迁。自别子为祖而下，每一代的长子嫡嫡相传而承祭大宗，众庶子各
为小宗之祖，小宗子上承庶子，历继祢宗、继祖宗、继曾祖宗、继高祖宗
共五世而迁，第六世后每一代小宗子上继（祭）高祖而止，各代之庶子均
自开小宗，构成了一个开枝散叶的庞大体系。就小宗而言，各小宗子负
责主持其祖宗的祭祀，构成了一个个以高祖、曾祖、祖、父为单位的大小
不等的祭祀群体。每一个人都是四小宗和大宗的一员，庶子不祭，祭于
宗子之家，但是庶子同时又为小宗后四世之祖，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
是宗法制的重要辅翼。 7

大宗收族保证了超出家庭的宗族认同，诸子均分保证了各个小家
庭的财产基础，这使得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能在父母的帮助下各自成家，
成家被看作是父母的责任。分家到底是在父母生前还是死后进行并不
是特别重要，男子成家后就要和父母分室而居，对财产的分割在父母生
前就有预期，中国也缺乏遗嘱分产的传统，父母实际上没有权利影响财
产在诸子间的均分。因此，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家庭单位就以小规模的核
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两千年中全国户口总平均数大约五人，符合
通常说的‘五口之家’，属于近人所谓的‘小家庭’”。 8这些小家庭正是
历代计口授田的对象，也是农民家庭的主体形态。费孝通先生指出，4
到6 人的小家庭最能与农田经营和农业劳动相适应，农桑、种养、副业
能形成一个小规模的分工合作，维持一个小家庭的生计。 9

“大国小农”的形态不只是一种经济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形
7. 周飞舟、余朋翰 .2022 .家中有家：“分家”的理论探源 [ J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5）：58-69.
8 . 杜正胜 .2005 .传统家庭试论 [G] / /家族与社会 .黄宽重、刘增贵，编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
9 . 费孝通 .2009.江村经济 [G] / /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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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以社会结构而言，“大国小农”不等于“一君万民”，政府面对的并不
是分散平铺的小农家庭。在宗法的社会结构下，小农家庭分属于各自
的小宗，又属于共同的大宗。从外部来看，由大小宗构成的社会类似于
众多“蜂巢”群，每一个蜂巢是一个大宗，蜂巢内部又有大小不等的蜂
群，类似于小宗，一个个小家庭则类似于一个个蜜蜂，是蜂巢社会的基
本单元。这些蜜蜂或蜂群有贫富贵贱之别，富贵之家能够形成聚族而
居、钟鸣鼎食的大家庭，贫寒之家则多为勉力维持糊口状态的小家庭。
在诸子均分的传统下，钟鸣鼎食需要很高的成本，只有世代为官的贵
族才能做到聚而不分。贵族家庭不但能够聚而不分，还能把同宗的贫
寒家庭通过共同祭祀、佃耕雇佣等手段变成自己的附属。结合我们对
察举制的讨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唐间察举制和宗法制的相互作
用。钱穆将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称为“察举社会”“门第社会”“士
族社会”，主要是说大的宗族、世家、门第通过世代为官，垄断了小农上
升的路径。 10这段历史时期许多王朝初期实行的限田、占田、均田制度
将一些小农家庭从其附属的豪族世家独立出来而成为自耕农。但是，
小自耕农家庭依然处于敬宗收族的宗法关系之中，并不能仅凭所授份
田独立面对国家，很容易受到同宗大族的侵陵或庇护。蒙文通认为，魏
晋时代的佃客奴婢等依附性人口，“已经占了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或
者还要多些”。 11 具体的数量尚存在争论，但这段时期大量依附性人口
的存在是学界的共识。

唐宋时期确立的科举制动摇了贵族官僚的世家状态，国家即使不
再授田，小农也逐渐获得了独立。自宋代始，即使没有土地、以佃耕为业
的“客户”也获得了更为平等的人身自由，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非有
上下之势”。北宋和南宋时期均有保护客户权利的官方记载。12到明清
时代，永佃制的普遍实行是小农社会地位独立的重要表征。

贵族世家的衰落也引起了地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宋代一些大
儒关注到世家衰落、宗法崩坏的现实，主张重振地方宗法组织。张载及
其后学在关中一带持续努力，不但有宗法、乡约等地方社会理论，也有

10. 钱穆 .2012.中国历史研究法 [M] .北京：九州出版社 .
11 . 蒙文通 .1957.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 [ J ] .四川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27-106.
12. 赵俪生 .2019.赵俪生文集（第二卷）[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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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郑振满 .2020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在地方展开的实践；南宋以朱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积极开展以社仓为
主的地方建设。到明清时代，中国的地方社会普遍形成了以祭祀、乡约、
社仓、社学为主，以士绅为领袖的地方宗族组织。这些宗族与宗法制相
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宗族大多以“房”“支”而非以“宗”为主要
结构。“庶子不祭”和“祭及高祖”的宗法原则已经被打破，无论嫡庶子孙
都能祭及高祖以上能够追溯到的始祖或一始迁祖。这在宗族内形成了
更为平等的家庭和房支间关系，支撑整个宗族发展直至日常重要开支
的是以族产、族田为基础的宗族公共资源。二是宗族团结的核心动力在
于“族学”，即为了产生举人和进士而兴办教育，族内各房各支无论贫
富，都在创造机会为族内的杰出俊秀之士提供中举的条件。族内有人中
举做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族内各家的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小家、
大族都是“家”，有学者称之为“泛家族主义”，恰切地指出了支撑中国社
会运作的核心力量。 13自唐宋以后，政府官员由科举选拔的士子组成，
大部分士子来自于各地的宗族，宗族则由大小不等、贫富有异的同姓家
庭组成，这些家庭以农耕和土地为本，这又强化了中国传统社会“耕读
传家”的意识形态。以耕为本，以读为业。耕的基础是“家”，读的目的是
“国”，家国传统和修齐治平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道”。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小农家庭为单元、以宗
族关系为纽带、以读书做官为手段、以修齐治平为目的，选贤与能的社
会基础是广大的农民家庭。从长期的历史进程来看，百亩之田、五亩之
宅的自耕农家庭一直是王朝统治的根基。这个基础的确立，经历了从贵
族官僚到士人政府的长期变化。《诗经·甫田》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讲的是耕耘壅培，禾苗茂盛，惟根深而能抗风旱。
其苗之秀者，宜助田祖之祭；农之杰出者，宜有烝进之劳。朱子《诗集传》
注曰：“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于农，而工商不与焉。”“士出
于农”是西周时期就有的理想，是与“得乎丘民为天子”的政治理念相辅
相成的。这些理想，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朝代体现得好一些，在政治
昏暗、社会动荡的时期体现得弱一些，但始终是中国社会演进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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